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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省思詐欺犯罪的加重處罰規範
* 

──兼評「加重處罰例示規定」的參照立法構想 

許恒達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摘要 
我國司法實務近期面對大量增加的詐

欺犯罪，採取以加重刑事責任的立法措施

因應，但純粹加重在刑法理論中欠缺正當

性，因此必須切實應對加重的正當理由問

題，並有效回應加重要件的規範定性與其

加重理由。 

在解釋論上，相關的加重處罰不應理

解為客觀處罰條件，毋寧從構成要件加重

的不法加重予以定位，才能正確掌握其正

當性。而從立法論來看，德國刑法典採取

的「加重處罰例示規定」相對較具合理

性，或可成為我國未來立法參考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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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論：詐欺犯罪的加重歷程 

刑法很早就有詐欺罪的規定，但大幅

將「抗制詐欺犯罪」當作刑法系統的打擊

目標，則是因應近幾年的社會變遷，此種

透過刑法規範以強化管制的倍增需求，自

可 從 詐 欺 罪 章 的 大 幅 增 修 談 起 。 已 如 前

述，我國刑法典本來就有詐欺罪，其中包

涵詐欺取財與詐欺得利兩類型罪名，雖然

法條文字的規範方式相對簡單，且與德國

刑法典詐欺罪有相當程度不同，但這不妨

害原有解釋一致性，刑法第339條詐欺罪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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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長期維持一般性的5年以下有期徒刑，並

沒有額外加重。 

隨著20世紀末90年代的電腦技術應用愈

來愈普及，生活中有許多資訊面的方法已經

成為生活中的一部分，尤其是透過電子設備

管理財產與財務，金融交易等系統也在90代

年代開始即利用電腦技術控管交易流程，當

時有許多犯罪者利用金融交易體系的設計盲

點，濫用其電腦或資訊系統交易而獲取財產

利益。立法院因此在90年代末期增訂第一次

的詐欺罪新法，我們或可統稱「電腦詐欺」

罪的入法，此即刑法第339條之1、第339條

之2與第339條之3，這三則條文雖然結構相

當近似詐欺，但因為行為人並不是直接透過

人類意思表示使相對人陷於錯誤，而是利用

電腦或資訊設備的設計盲點獲取財產利益，

能否稱之為電腦「詐欺」也就產生諸多疑 

慮1。即便如此，90年代後期這三條的修

法，彰顯了社會中管制詐欺或類似詐欺行為

的需求日增，動用刑法回應這些變化成為立

法者慣常式的選項2。 

90年代末期的詐欺修法，大致上只觸及

電腦與資訊類型詐欺手法，真正使得詐欺犯

罪大幅擴張的變動，則是來自2000年至2010

年間電信與網路設備的日漸普及，手機不僅

可以接通電話，更可以上網，甚至後來愈來

愈顯重要的平板電腦，快速流通的資訊傳播

也就隨著這些新機制，逐漸成為社會生活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這種趨勢帶動另一種新興

方式詐欺手法，行為人利用手機、電腦帶來

的快速訊息傳播效果，大範圍地向社會成員

散布訊息、提供連結，甚至與之個別通訊，

再利用被害人生活資訊完備度不對等的優勢

地位，對被害人實行詐欺行為，再從中大幅

獲利。類似行為在2010年之後日漸增加，例

如詐欺行為人先行透過某些非法交易行為，

取得手機持有人的個人資訊，然後假冒身分

（例如告知其為銀行理專或檢察官），致電

該手機持有人，手機持有人若無先行準備，

面對突然來電，其身分較為特別，且又知道

持有人姓名及電話，一時恐怕難以應對，往

往自行推想撥話者既然能夠接觸手機持有人

的個人資料，想必一定有相當真實的身分權

限，因此傾向相信其陳述內容，並在誤信之

後將金錢透過銀行交易系統進行移轉，最後

讓詐欺者取得財產而發生損害。類似事件在

2010年之後不斷上演，這使得面對詐欺行為

的打擊力道成為必須因應及解決的重要社會

議題。 

有鑑於上述新手法詐欺案件愈來愈多，

立法院再次設想採用刑法作為抗制的工具，

並在此種設想下擴張詐欺犯罪的刑罰效果，

2014年立法院新增訂刑法第339條之4，不同

於前一代的電腦詐欺修法，第339條之4並未

改變詐欺罪的原始結構（行為人施用詐術，

使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產，致生其財產

損害），而是在刑法第339條原有詐欺罪的

基本犯罪模式之上，另行增設其他加重型要

件，犯刑法第339條之行為人，若其犯罪手

法滿足以下要件之一：「一、冒用政府機

1 近一步討論，僅參考許恒達，電腦詐欺與不正方法，政大法學評論，140期，頁83-162，2015年。 
2 有關我國實務上對於加重處罰之定性，參見郭智安，「總則加重」與「分則加重」區分論之檢討，司

法新聲，117期，頁76-81，2016年；孫啟強，刑罰加重之研究，軍法專刊，56卷3期，頁246-253，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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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

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

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

而犯之」，即構成「加重詐欺罪」3，其刑

度從原本的5年以下有期徒刑提高到1年以

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當時基本設計新條

文的立法理由指出：「近年來詐欺案件頻

傳，且趨於集團化、組織化，甚至結合網

路、電信、通訊科技，每每造成廣大民眾

受騙，此與傳統犯罪型態有別，若僅論以

第三百三十九條詐欺罪責，實無法充分評

價行為人之惡性。參酌德國、義大利、奧

地利、挪威、荷蘭、瑞典、丹麥等外國立

法例，均對於特殊型態之詐欺犯罪定有獨

立處罰規定，爰增訂本條加重詐欺罪，並

考量此等特殊詐欺型態行為之惡性、對於

社會影響及刑法各罪衡平，將本罪法定刑

定為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一百萬元以下罰金，且處罰未遂犯」。 

立法者針對2014年新訂各款加重事由分

項，更強化說明如下：「（一）行為人冒

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施以詐欺行為，

被害人係因出於遵守公務部門公權力之要

求，及避免自身違法等守法態度而遭到侵

害，則行為人不僅侵害個人財產權，更侵

害公眾對公權力之信賴。是以，行為人之

惡性及犯罪所生之危害均較普通詐欺為

重，爰定為第一款加重事由。（二）多人

共同行使詐術手段，易使被害人陷於錯

誤，其主觀惡性較單一個人行使詐術為

重，有加重處罰之必要，爰仿照本法第二

百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之立法例，將

『三人以上共同犯之』列為第二款之加重

處罰事由。又本款所謂『三人以上共同犯

之』，不限於實施共同正犯，尚包含同謀

共同正犯。（三）考量現今以電信、網路

等傳播方式，同時或長期對社會不特定多

數之公眾發送訊息施以詐術，往往造成廣

大民眾受騙，此一不特定、多數性詐欺行

為類型，其侵害社會程度及影響層面均較

普通詐欺行為嚴重，有加重處罰之必要，

爰定為第三款之加重處罰事由」。這些相

關規範，使得詐欺罪搭配特定犯罪手法或情

狀時，也存在非常近似於加重竊盜罪或加重

強制性交罪的犯罪模式，雖然立法之後，學

說仍然有諸多批評4，尤其是僅只單純以共

同正犯的成罪模式作為加重理由，這在刑法

釋義及論理上面臨嚴重挑戰，不過在2014年

之後，為了打擊詐欺犯罪，加重刑法制裁效

果已經成為不可逆的立法走向5。 

除了採取加重處罰措施外，政府也逐漸

意識到，要解決詐欺問題並不只是強加刑

罰，還關涉行政管制面向，所以接著提出了

跨院際的整合計畫。從2022年開始，作為中

央政府最重要機關的行政院，開始作為領頭

羊而接手建構打擊詐欺犯罪政策綱領的工

作，行政院並於2022年7月公布「新世代打

擊詐欺行動綱領1.0 」（下稱「行動綱領

3 修法之評釋，參見王皇玉，加重詐欺罪之解釋與適用，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20期，頁72-76，

2017年。 
4 高泉鼎，加重詐欺罪的解釋與適用──以最近的實務見解為中心，月旦法學雜誌，363期，頁60-66，

2025年。 
5 就此參見李聖傑，關於2014年6月18日詐欺犯罪修法之評析，月旦法學教室，148期，頁67-74，2015

年；王皇玉，註3，頁6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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